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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英双语者言语理解中语码切换的机制* 
—— 来自亚词汇水平的证据 

崔占玲 2,3  张积家 1 
(1 华南师范大学心理应用研究中心, 广州 510631)   (2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3 河北师范大学民族学院, 石家庄 050091) 

摘  要 以汉字义符和英文词后缀为对象, 考察了汉–英双语者语码切换的机制及切换代价的来源。结果表

明: (1) 在亚词汇水平上, 汉字义符和英文词后缀影响字词认知的过程, 但对语码切换代价的影响不显著, 
支持语码切换与任务转换的发生机制相同的观点。(2) 语言熟练程度是影响语码切换代价及切换代价不对称

性的主要原因。整个研究表明, 在亚词汇水平上, 语码切换与任务转换的实质相同。参考任务转换中切换代

价的来源, 归纳了语码切换代价的可能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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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在语言学上, 掌握两种或多种语言的个体称为

双语者(bilingual)。双语者在不同语言或方言之间转

换 的 行 为 称 为 语 码 切 换 (language switching) 
(Grosjean, 1992)。已有研究发现 , 在语码切换中 , 
相对于单一语言系列的加工, 混合语言系列的加工

时间更长, 错误率更高, 二者之间的差异被称为语

码切换代价(switching cost)。语码切换代价是考察

语码切换的主要指标。当切换发生在熟练程度不同

的两种语言之间时, 切换代价的大小会因为切换方

向的不同而不同, 这种现象被称为语码切换代价的

不对称性(switching cost dissymmetry) (Grainger & 
Beauvillain, 1987)。那么, 在言语加工过程中, 为什

么存在语码切换代价和切换代价的不对称性？语

码切换代价产生的原因是什么？这是在双语研究

的 焦 点 问 题 之 一 (Grainger & Beauvillain, 1987; 
Costs & Mikel, 2004; Costa, Santesteban, & Ivanova, 
2006; Fabbro, Skrap, & Aglioti, 2000; Finkbeiner, 

Almeida, Janssen, & Caramazza, 2006; Grosjean, 1992; 
Hernandez, Dapretto, Mazziotta, & Bookheimer, 2001; 
Holtzheimer, Fawaz, Wilson, & Avery, 2005)。 

在言语理解领域, 对于语码切换代价产生的原

因, 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主张, 语码切换代

价源于心理词典的字词识别系统之内(Grainger & 
Beauvillain, 1987; Dijkstra & Van Heuven, 1998)。之

所以存在语码切换代价, 是由于相对于正在使用的

语言, 将要使用的语言处于相对不利的表征地位。

在语码切换时, 一方面需要抑制正在使用语言的激

活状态 , 同时还需要解除对将要使用语言的抑制 , 
并使该语言恢复到激活状态。当前使用语言的持续

激活还会同将要使用语言的激活竞争, 将要使用语

言的持续抑制也会产生负启动效应。正因为如此, 
导致切换系列的加工速度慢于无切换的单一语言

系列的加工速度, 产生了语码切换代价。另一种观

点主张, 语码切换代价源于心理词典的字词识别系

统之外。因为每种语言都有独特的任务策略与之对

应。由于不同语言的任务策略对该语言的心理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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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征有影响, 因此, 语码切换受不同语言的词汇表

征 影 响 (Thomas & Allport, 2000; Orfanidou & 
Sumner, 2005)。这种观点认为, 语码切换实际上是

任务策略转换。切换代价不是人类语言系统独有的

特征, 而是完成直觉上相冲突的任务转换时不可避

免的普遍特征。 
对 语 码 切 换 代 价 产 生 原 因 的 争 论 , 肇 始 于

Grainger 和 Beauvillain (1987)的研究。在实验中, 让

被试忽略语言类型(language-inclusive)完成真假词

判断。结果发现, 当真词具有特定语言的正字法特

征(即只在某种语言中存在的字母或字母组合, 在

另一种语言中该字母或者字母组合不存在, 如英文

词“ALREADY”, 由于在希腊语中不存在字母 L / R 
/ D, 故该词具有英文词特有的正字法特征)时, 语

码切换代价就消失了。由此, 他们认为, 切换代价

与特定语言的正字法特征有关, 并且提出语码切换

代价源于心理词典之内的观点。Thomas 和 Allport 
(2000) 认为, Grainger 和 Beauvillain 所以发现了特

定语言的正字法特征的作用, 是因为在实验中缺乏

一个控制条件, 即只有真词才具有特定语言的正字

法特征, 非词不包含特定语言的正字法特征。如此

一来, 被试就会觉察到刺激和反应之间的这种对应

关系, 并进而依据是否具有特定语言的正字法特征

的策略而不是基于字词识别的过程来完成真假词

判断。Thomas 和 Allport (2000)通过改变非词的特

点, 使非词也具有特定语言的正字法特征, 发现切

换系列的反应时和错误率仍然显著长于无切换系

列, 切换代价并未因为特定语言的正字法特征存在

而消失。据此, 他们提出, 切换代价不是源于心理

词典内的正字法特征的影响, 而是源于心理词典外

的任务策略的影响。即, 因为任务策略影响特定语

言的正字法特征, 进而才表现出正字法特征效应。

可见, 任务策略和字词识别都可能涉及到特定语言

的正字法特征, 如何区分这两个因素, 是考察语码

切换及其切换代价来源时需要解决的问题。 
之后, 有研究者尝试从反应特征的角度来考察

语码切换代价产生的原因。基本观点是: 如果语码

切换代价受反应特征(如重复反应)影响, 语码切换

代价就不是来源于字词识别系统内, 而是来源于与

反应相匹配的过程(Von Studnitz & Green, 2002a)。
实验发现, 在语码切换条件下, 当要求重复反应时, 
被试的反应会明显变慢, 反应时会更长。这与在一

般情况下重复反应时被试反应会加快的趋势明显

不同(Rogers & Monsell, 1995), 从而证实语码切换

代价与反应特征有关。那么, 正字法特征效应与重

复反应效应之间的关系又是怎样的？Orfandio 和

Sumner (2005)曾经对此进行了探讨。他们推论, 如

果正字法特征效应与重复反应效应之间存在交互

作用, 就说明这两个效应相互联系, 并非彼此独立, 
而且都源于字词识别系统之外; 如果正字法特征效

应与重复反应效应没有交互作用, 就说明这两个效

应彼此独立 , 而且来源于不同的加工过程。其中 , 
正字法特征效应来源于字词识别过程, 重复反应效

应来源于字词识别系统之外 , 即判断与反应的匹

配。结果发现, 正字法特征效应与重复反应效应不

存在交互作用, 说明正字法效应与重复反应效应是

影响切换代价的两个相互独立的因素。为了进一步

探讨正字法特征效应的来源, Orfandio 和 Sumner 
(2005) 将具有特定正字法特征的材料与不具有特

定正字法的材料混合在一个 block 中。结果发现, 正

字法特征效应消失了。由此, 他们得出了正字法特

征效应来源于任务策略而不是字词识别系统的结

论。并且提出, 从一般意义上来讲, 语码切换的过

程类似于任何两个任务之间的认知转换, 语码切换

与任务切转换的实质相同(Green, 1998; Thomas & 
Allport, 2000; von Studnitz & Green, 2002a; 
Orfandio, 2005)。 

纵观以往的研究, 不难发现, 对于语码切换及

其代价来源的考察主要是围绕拼音文字的特定特

征展开的。由于采用的特定特征是基于不同语言的

字母或字母组合, 而且没有任何意义, 因此, 这种

正字法特征效应是基于特定语言的字母水平的。那

么, 当语言的特定特征具有语义信息时(如英文词

的后缀“ – man”、“ – woman”等), 这些特征是否会

影响语码切换及代价？而且, 以往研究主要以拼音

文字之间的语码切换为主, 对表意文字的语码切换

关注较少。表意文字在形、音、义诸方面都有自身

特点。表意文字的语码切换特点是否与拼音文字 
相同？ 

汉字是表意文字, 以形声字为主体。形声字由

一个义符和一个音符构成。义符表义, 音符表声。

以往的研究发现, 义符作为汉字的结构特征, 既可

以对汉字词的类别语义提取起促进作用 , 如“姑”; 
也可以对汉字词的类别语义提取起干扰作用 , 如

“婿”(张积家, 张厚粲, 彭聃龄, 1990) ; 义符有助于

汉字词特征语义的提取(张积家, 彭聃龄, 1993); 义

符还影响对汉语动作动词的动作器官和动作工具

意义的提取(张积家, 陈新葵, 2005), 影响对中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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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和动词的分类(张积家, 方燕红, 2006), 影响对汉

字高频形声字的识别(陈新葵, 张积家, 2008)。因此, 
义符不仅是汉字结构的“块”, 也是汉字语义的“块”, 
还是汉字语法的“块”, 也是汉字识别的“块”(方燕

红, 张积家, 2009)。那么, 义符是否会影响汉字词

的语码切换及其代价？与汉字义符的加工相对应, 
Taft (1979)对英文词认知的研究也表明, 被试对英

文有前缀(或后缀)的词的加工方式是先将字母串拆

成一个词缀和一个词干, 然后再将二者整合。那么, 
英文词词缀是否会影响英文词的语码切换及其代

价？ 
与以往的研究不同, 本研究将围绕具有一定语

义信息的特定语言的结构特征展开 , 如汉字义符

(如“女”)和英文词后缀(如“– man”)。汉字义符和英

文词后缀都包含有一定的语义信息。而且, 与基于

字母水平的特定语言的正字法特征不同, 识别具有

一定语义信息的结构特征是基于亚词汇水平的加

工, 因此更具有语言加工的特点。因此, 本研究将

从亚词汇水平上考察具有一定语义信息的结构特

征对表意文字和拼音文字的语码切换及其代价的

影响。同时, 为了避免词类信息的影响, 本研究将

通过两个实验来分别考察动词和名词两大词类的

语码切换及其代价。 

2  实验 1 汉字动作义符对语码切换
及其代价的影响 
张积家和陈新葵(2008)发现, 汉语动作动词在

词形结构上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 即许多动词的

词 形 上 有 动 作 靠 什 么 器 官 或 工 具 完 成 的 标 记

(“by…”), 这就是汉字形声字的义符。汉字的主体

是形声字。汉语动作动词如果用形声字来表示, 则

义符或者标明动作是由什么器官发出的, 或者标明

动作是靠什么工具完成的 , 前者如“打”、“吃”、

“看”、“跑”等, 后者如“割”、“刺”、“培”、“碰”等。

这是汉语动作动词区别于拼音语言动作动词的一

个十分重要的特点。在英语中, “beat”(打)在词形上

看 不 出 与“hand”(手 )有 什 么 关 系 , “eat”看 不 出 与

“mouth”(口)有什么关系; “look”(看)、“run”(跑)看不

出与“eye”(眼)、“foot”(脚)有什么关系, “cut”(割)、
“pierce”(刺)也看不出与“knife”(刀)有什么关系。但

是, 汉语动作动词的这一结构特点也不十分规则。

有些动作动词没有这种标记, 如“写”、“开”等。还

有的汉语动作动词的义符标记与动作器官或工具

不一致, 如“听”、“嗅”等。尽管如此, 表征动作器

官和动作工具的义符仍然是汉语动作动词在词形

结构上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这一特点是否影响

汉语为母语者的语码切换及其代价, 是实验 1 关注

的问题。如果标记动作器官或动作工具的义符影响

汉语为母语者的语码切换及代价, 就可以推论语码

切换的代价源于字词的识别系统之内; 如果不影响, 
就说明语码切换的代价源于字词的识别系统之外。 
2.1  方法 
2.1.1  被试 母语为汉语、英语为第二语言的汉族

大学生 56 人(男生 19 人, 女生 37 人), 平均年龄为

21.15 岁, 英语熟练的双语者与英语不熟练的双语

者各占一半。英语熟练的双语者为通过公共英语六

级考试的非英语专业大学生, 英语不熟练的双语者

为没有通过公共英语四级考试的非英语专业大学

生。所有被试均采用 7 点量表自我评定英语的熟练

程度, 7 代表非常熟练, 1 代表非常不熟练。熟练双

语者的英语平均熟练程度为 5.61, 不熟练双语者的

英语平均熟练程度为 2.43。两组被试的英语熟练程

度差异非常显著, t = 16.49, p < 0.001。 
2.1.2  设计  3(材料类型: 汉语有标记、汉语无标

记、英语无标记) × 2(任务类型: 无切换任务、有切

换任务) × 2(英语熟练程度: 熟练双语者、不熟练双

语者)三因素混合设计。其中, 英语熟练程度为被试

间变量, 任务类型和材料类型为被试内变量。因变

量为被试对动作器官判断的反应时和错误率。 
2.1.3  材料 (1) 汉语词汇: 30 名不参加实验的大

学生用 7 点量表评定词的主观熟悉性, “1”为非常不

熟悉, “7”为非常熟悉, 最后选取 60 个汉语单字动

作动词为实验材料。动词都是左右结构。其中, 有

标记动词(有标记动作器官的义符)和无标记动词

(无标记动作器官的义符)各 30 个。在有标记动词中, 
标记动作器官“口”的义符是“口”, 如“吐”、“吃”; 标

记动作器官“手”的义符是“扌”, 如“打”、“拧”。用

“口”和“手”完成动作的动作动词各有 30 个。义符都

位于汉字左边。有标记动词的平均频率为 0.070424, 
无标记动词的平均频率为 0.025697 (每百字中出现

该字的字数, 选自北京语言学院编《现代汉语频率

词典》, 下同), 二者差异不显著, t = 1.70, p > 0.05。

有标记汉字词的平均笔画数为 8.50, 无标记汉字词

的平均笔画数为 7.90, 二者差异不显著, t = 0.92,  
p > 0.05。有标记动词的平均主观熟悉性为 5.83, 无

标记动词的平均主观熟悉性为 5.67, 二者差异不显

著, t = 1.04, p > 0.05。 
(2) 英语词汇: 在匹配词长的基础上, 经过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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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非英语专业大学生用 7 点量表做主观熟悉性评定, 
选取 30 个英文动作动词(用“口”和“手”完成动作的

动作动词各一半)为实验材料。30 个英文词平均词长

为 4.24 个字母, 平均主观熟悉性为 5.45。30 个英文

词与 30 个汉语有标记动词、30 个汉语无标记动词的

平均主观熟悉性差异不显著, t 值分别为 1.86 和 1.17, 
p > 0.05。为了平衡两种语言材料的数量, 另外添加

了 30 个英文词作为填充材料, 由 15 个用“手”完成动

作的动词和 15 个用“口”完成动作的动词组成。 
依据实验任务呈现两种语言的材料。任务包括

无切换和切换两种。在无切换任务中, 只包括一种

语言的材料, 分为汉语和英语两个系列。两个无切

换系列都有 60 个词。在切换任务中, 同时包含有两

种语言的材料。由于切换类型包括预期切换和无预

期切换两种, 在预期切换任务中, 被试可以预期下

一任务的语言类型; 在无预期切换任务中, 被试不

能预期下一任务的语言类型。已有研究表明, 被试

在预期切换和无预期切换条件下反应趋势并不完

全相同(张积家 , 崔占玲 , 2008; 崔占玲 , 张积家 , 
顾维忱, 2009)。因此, 为了全面考察在切换状态下

被试的反应, 将切换系列分为预期切换系列和无预

期切换系列, 并将这两个系列的平均反应时作为切

换系列的反应时。在预期切换系列中, 汉字词和英

文词按 ABAB 顺序呈现, 并明确告知被试在汉字词

呈现后要呈现英文词; 在无预期切换系列中, 汉字

词和英文词随机呈现, 但为了确保汉字词和英文词

的切换次数相同, 呈现顺序采用伪随机设计。两个

切换系列中都包括 60 个汉字词和 60 个英文词。 
2.1.4  程序 采用 E-prime (1.2)编程。实验开始时, 
被试先阅读指导语。明白实验要求后, 按“Q”键进

入练习阶段, 并得到反馈。在确认熟悉实验任务以

后, 被试自行按“Q”键开始正式实验。被试端坐在

IBM 笔记本电脑旁 50cm 处, 右手食指放在“J”键上, 
左手食指放在“F”键上。屏幕中央先呈现红色“+”注

视点, 持续 500ms 后消失, 随即出现刺激词, 要求

被试又快又准地判断完成该动作所用器官是“口”
还是“手”。如果用“口”, 就按下“F”键; 如果用“手”, 
就按下“J”键。按键后, 刺激消失。如果被试在 2000ms
内未做出反应, 刺激自动消失。空屏 500ms 后, 再

呈现红色“+”注视点, 接着呈现下一刺激。如此循环

反复, 直至该系列结束。计算机自动记录从刺激开

始呈现到被试做出反应的时间间隔。计时单位为

ms, 误差为±1ms。被试间平衡无切换系列和切换系

列的出现顺序。 
2.2  结果与分析 

反应时分析时剔除错误反应的数据, 剔除 M ± 
3SD 之外的数据(占全部数据的 1.13%)。被试的平

均反应时和平均错误率见表 1。 
 

表 1  汉字动作义符对语码切换及其代价的影响 

汉语有标记 汉语无标记 英语无标记 
被试 任务类型 平均反应时 

(ms) 
平均错误率

(%) 
平均反应时 

(ms) 
平均错误率

(%) 
平均反应时 

(ms) 
平均错误率 

(%) 
无切换系列 582 0.71 658 2.38 750 5.95 

切换系列 623 1.18 702 3.10 797 7.62 熟练双语者 

切换代价 41 0.47 44 0.72 47 1.67 

无切换系列 666 2.38 754 4.05 842 5.00 

切换系列 739 2.86 835 5.00 1107 6.43 不熟练双语者 

切换代价 73 0.48 81 0.95 265 1.43 
 

反应时的方差分析表明, 材料类型的主效应非

常显著, F1(2, 104)= 244.34, F２(2, 232)= 226.51, p < 
0.001。均数多重比较表明, 汉语有标记词的反应时 
(M=652.63ms)显著短于汉语无标记词(M=737.72ms), 
汉 语 无 标 记 词 的 反 应 时 显 著 短 于 英 语 无 标 记 词  
(M = 874.32ms)。任务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1(1, 52)= 
37.93, F2(1, 116)= 69.27, p < 0.001。无切换条件下

的反应时(M = 709.11ms)显著短于切换条件下(M = 
800.67ms)。 被 试 类 型 的 主 效 应 显 著 , F1(1, 52)= 
87.09, F2(1, 116)= 64.31, p < 0.001。熟练双语者的

反应时(M = 685.83ms)显著短于不熟练双语者(M = 
824.33ms)。材料类型和被试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F1(2, 104)= 14.56, F２(2, 232)= 12.32, p < 0.001。简

单效应分析表明, 熟练双语者对汉语有标记词、汉

语无标记词和英语无标记词的反应都显著快于不

熟练双语者, p < 0.05, 反应时之差分别为 100ms、

114.5ms 和 191ms, 对英语无标记词的反应时之差

更 大 。 材 料 类 型 和 任 务 类 型 的 交 互 作 用 显 著 , 
F1(2,104)= 15.12, F2(2, 232)= 11.33, p < 0.001。简单

效应分析表明 , 对汉语有标记词和汉语无标记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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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切换系列和切换系列的反应时之差为 57ms 和

62.5ms, 差异不显著, p > 0.05; 对英语无标记词, 
无切换系列和切换系列的反应时之差为 156ms, 差

异显著, p < 0.001。这表明, 对汉语材料, 切换导致

的反应时增加少; 对英语材料, 切换导致的反应时

增加大。材料类型、任务类型和被试类型三者的交

互作用显著, F1(2, 104)= 13.73; F2(2, 232)= 9.56, p < 
0.05。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熟练双语者完成汉语有

标记词、汉语无标记词和英语无标记词的无切换和

切换任务时 , 反应时之差分别为 41ms、44ms 和  
47ms, 差异不显著, p > 0.05; 不熟练双语者在完成

三种材料的两种任务时, 反应时之差分别为 73ms、

81ms 和 265ms, 差异显著, p 值小于 0.05、0.01 和

0.001。对英语无标记词, 完成切换任务比无切换任

务的反应时显著长。 
对反应时的切换代价(切换系列和无切换系列

的反应时之差)的分析表明, 材料类型的主效应显

著, F1(2, 52)= 14.47, F２(2,116)= 19.22, p < 0.05。均

数多重比较表明 , 汉语有标记词的切换代价(M = 
57ms)和汉语无标记词的切换代价(M = 62.5ms)的

差异不显著, p > 0.05; 汉语有、无标记的词与英文

无标记词的切换代价(M = 156ms)差异显著 , p < 
0.05。这说明, 有、无标记对汉字词的切换代价没

有显著影响, 但语言类型对切换代价的影响显著。

被试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 F1(1, 26)= 20.13, F２ (1, 
58)= 46.28, p < 0.05。熟练双语者的切换代价小(M = 
44ms), 不熟练双语者的切换代价大(M = 139.67ms)。
材料类型和被试类型的交互作用显著, F1(2, 52)= 
13.41, F２(2, 116)= 16.22, p < 0.05。简单效应分析表

明, 对熟练双语者而言, 有、无标记的汉字词和无

标记的英文词的切换代价差异不显著, p > 0.05; 对

不熟练双语者而言, 有、无标记的汉字词的切换代

价差异不显著, p > 0.05; 汉字词与英文词的切换代

价差异显著, p < 0.05。 
错误率的方差分析表明, 材料类型的主效应显

著, F1(2, 104)= 16.34, p < 0.001, F２(2, 116)= 4.65, p < 
0.05。均数多重比较表明, 汉语有标记词(2.3 %)、汉

语无标记词(3.6 %)同英语无标记词(6.3 %)的错误率

差异显著, p < 0.01 或 0.05, 但汉语有标记词和汉语

无标记词的错误率差异不显著, p > 0.05。任务类型

的主效应不显著, F1(1, 52)= 1.29, F2(1, 58)= 3.19,  
p > 0.05。被试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F1(1, 52)= 3.24, 
F2(1, 58)= 3.42, p > 0.05。各种交互作用都不显著,  
p > 0.05。错误率的切换代价的方差分析表明, 各种

主效应和交互作用都不显著, p > 0.05。 
因此, 实验 1 表明, 虽然被试对有标记的汉字

词反应显著快于对无标记的汉字词, 但两种材料的

切换代价差异不显著。这说明, 义符影响汉字词的

加工, 但对于切换代价影响不显著。实验 1 还表明, 
被试对汉字词与英文词的反应差异显著, 但两种语

言的切换代价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取决于被试的第

二语言的熟练程度。对于熟练双语者而言, 切换至

两种熟练语言的代价相当; 对于不熟练双语者而言, 
切换至不熟练语言英语的代价显著大于切换至熟

练语言汉语的代价。这说明, 语言熟练程度是影响

双语者语码切换及切换代价的主要因素。这与以往

研究的结果基本一致(张积家, 崔占玲, 2008)。 

3  实验 2 汉字性别义符和英文词后
缀对语码切换及其代价的影响 
在汉字词中, 名词往往用义符标明事物的类别

(“belong to…”)或标明事物的物质组成 (“be made 
from…”)。例如, “姐”是女性, 故从“女”; “杨”是树木, 
故从“木”; “锅”用金属做成, 故从“金”; “床”用木头

做成, 故从“木”。这一点与英文有很大的不同。这

种 标 示 名 词 的 义 符 对 语 码 切 换 及 其 代 价 有 无 影

响？在英文词中, 虽然无标示意义的义符, 却有标

示意义的词缀。例如 , 许多表示男性的词多有“– 
man”的后缀, 如“workman”(工人)、“postman”(邮递

员)等。英文词后缀是否影响语码切换及其代价？

为了回答这两个问题, 在实验 2 中, 选取汉语中有

性别标记义符的名词和英文中有性别标记后缀的

名词 , 考察义符和词缀对语码切换及其代价的影

响。如果汉字义符和英文词后缀影响汉语和英语的

语码切换及其代价, 就为切换代价源于字词识别系

统内的观点提供了证据; 如果没有影响, 就说明语

码切换的代价来源于字词识别系统之外, 语码切换

本质上就是任务切换。 
3.1  方法  
3.1.1  被试 母语为汉语、英语为第二语言的汉族

大学生 56 人(男生 17 人, 女生 39 人), 英语熟练与

英语不熟练的双语者各占一半 , 选择标准同实验

1。被试未参加实验 1。实验前, 用 7 点量表自我评

定英语的熟练程度, “7”代表非常熟练, “1”代表非常

不熟练。两组被试的英语自评熟练程度分别为 5.53
和 2.85。t 检验表明, 差异非常显著, t = 12.83, p < 
0.001。 
3.1.2  设计 2(语言类型: 汉语、英语)× 2(材料类



178 心    理    学    报 42 卷 

 

型: 有标记、无标记)× 2(任务类型: 无切换任务、

切换任务)× 2(被试类型: 熟练的双语者、不熟练的

双语者)四因素混合设计。其中, 英语熟练程度为被

试间变量, 语言类型、材料类型和任务类型为被试

内变量。因变量为对性别词的类别判断的反应时和

错误率。 
3.1.3  材料 (1) 汉语性别词: 在汉字词中, 男性

词多无义符标记, 女性词多有义符标记。因此, 选

取男性无性别标记词(如“兄”)和女性有性别标记词

(如“娘”)为目标词, 选取男性有性别标记词(如“舅”)
和女性无性别标记词(如“母”)为填充词。总共选取

男性性别词和女性性别词各 12 个。10 个男性无标

记词和 10 个女性有标记词为目标词, 2 个男性有标

记词和 2 个女性无标记词为填充词。为了避免熟悉

性的影响, 另外请 30 名大学生用 7 点量表评定目标

词 的 主 观 熟 悉 性 。 汉 语 有 标 记 词 的 平 均 频 率 为

0.026353, 汉语无标记词的平均频率为 0.020767,  
t = 0.48, p>0.05, 差异不显著。汉语有标记词的平均

主观熟悉性为 6.50, 汉语无标记词的平均主观熟悉

性为 6.40, t = 0.32, p > 0.05, 差异不显著; 汉语有

标记词的平均笔画数为 8.00, 汉语无标记词的平

均笔画数为 6.10, t = 1.71, p > 0.05, 差异不显著。

添加填充词的目的是为了防止被试在词未识别就

做 出 反 应 , 即 防 止 被 试 采 用 按 标 记 进 行 反 应 的  
策略。 

(2) 英语性别词: 在英文词中, 标记男性的词

缀(如“–man”)更短, 为了平衡实验材料的词长, 选

取男性有标记词(如“workman”)和女性无标记词(如
“girl”)为目标词, 选取男性无标记词(如“boy”)和女

性有标记词(如“woman”)为填充词。共选取 30 个词, 
男性词和女性词各占一半。其中, 10 个男性有标记

词和 10 个女性无标记词为目标词, 5 个男性无标记

词和 5 个女性有标记词为填充词。在目标词中, 有

标记词的平均主观熟悉性为 6.10, 无标记词的平均

主观熟悉性为 6.30, t(9)= 0.56, p > 0.05, 差异不显

著; 但由于选材的限制 , 无标记词的词长(平均为

4.90 个字母)比有标记词的词长(平均为 7.30 个字母)
长, t = 3.77, p < 0.05。 

总之, 在两种语言的目标词中, 男性词和女性

词各有 10 个, 有、无标记词的数量相等。汉、英性

别词的平均主观熟悉性分别为 6.45 和 6.20, t(29)= 
1.38, p > 0.05, 差异不显著。 
3.1.4  程序 基本同实验 1, 唯一不同的是实验任

务。要求被试判断屏幕上呈现的性别词是男性还是

女性。如果是“男性”, 按下“F”键; 如果是“女性”, 
按下“J”键。为确保在无预期切换系列中两种语言类

型的材料切换次数相同, 无预期切换的呈现顺序采

用伪随机设计。 
3.2  结果与分析 

反应时分析时删去错误反应的数据, 删去 M ± 
3SD 之外的数据(占全部数据的 1.24 %)。被试的平

均反应时和平均错误率见表 2。 
 

表 2  汉字义符和英文后缀对语码切换及其代价的影响 

汉语 英语 

有标记 无标记 有标记 无标记 被试 任务类型 
反应时 

(ms) 
错误率 

(%) 
反应时 

(ms) 
错误率 

(%) 
反应时 

(ms) 
错误率 

(%) 
反应时 

(ms) 
错误率 

(%) 
无切换系列 502 0.36 562 0.72 681 2.86 636 1.43 

切换系列 561 1.43 601 2.15 720 4.29 692 6.43 熟练双语者 

切换代价 59 1.07 39 1.43 39 1.43 56 5.00 

无切换系列 602 0.72 632 0.72 850 3.56 745 3.21 

切换系列 686 2.86 752 2.15 973 5.72 938 10.95 不熟练双语者 

切换代价 82 2.14 120 1.33 123 2.16 193 7.74 
 

反应时的方差分析表明, 语言类型的主效应显

著, F1(1, 52)= 275.93, F２(1, 36)= 468.28, p < 0.001。

汉字词的反应时(M = 612.16ms)显著短于英文词  
(M= 749.52ms)。任务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F1(1, 52)= 
52.54, F２(1, 36)= 81.24, p < 0.001。无切换系列的反应

时(M = 651.25ms)显著短于切换系列(M=740.38ms)。
被试类型的主效应显著 , F1(1, 52)= 155.25, F2(1, 

36)= 212.73, p < 0.001。熟练双语者的反应时 (M = 
619.38ms)显著短于不熟练双语者(M = 772.25ms)。
材料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F1(1, 52)= 0.12, F2(1, 
36)= 0.06, p > 0.05。语言类型和被试类型的交互作

用显著, F1(1, 52)= 17.17, F２(1, 36)= 16.57, p < 
0.001。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无论被试的英语熟练程

度如何, 对汉字词和英文词的反应时都存在显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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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 但英语不熟练者对两种语言的反应时差异(M= 
208.5ms)比英语熟练者(M = 125.75ms)更大。语言

类型和材料类型的交互作用非常显著, F1(1, 52)= 
44.12, F２(1, 36)= 12.22, p < 0.001。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对汉字词而言, 有标记词的反应时(M=587.75ms)显

著短于无标记词(M = 636.75ms); 对英文词而言 , 
无标记词的反应时(M = 752.75ms)显著短于有标记

词(M = 806ms)。被试类型和任务类型的交互作用显

著, F1(1, 52)= 11.02, F２(1, 36)= 7.48, p < 0.05。熟练

双语者与不熟练双语者在切换条件下的反应时差

异(M = 148.75ms)显著大于在无切换条件下 (M = 
112ms)。材料类型、被试类型和任务类型的交互作

用边缘显著, F1(1, 52)= 3.39, F２(1, 36)= 3.08,  p = 
0.06。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在无切换条件下和切换

条件下, 熟练双语者对有、无标记词的反应时差异

不显著, p > 0.05; 不熟练双语者对有、无标记词的

反应时存在显著差异, p < 0.01 和 0.05。 
切换代价的方差分析表明, 被试类型的主效应

显著, F1(1, 26)= 10.28, F２(1, 18)= 11.32, p < 0.01。

熟练双语者的切换代价(M = 48.30ms)显著低于不

熟练双语者(M = 129.97ms)。材料类型的主效应被

试分析显著, F1(1, 26)= 4.57, p < 0.05, 项目分析不

显著, F２(1, 18)= 0.17, p > 0.05。有标记词的切换代

价(M = 75.75 ms)显著低于无标记词(M = 102ms)。语

言类型的主效应不显著, F1(1, 26)= 3.04, F2(1,18)= 
5.26, p > 0.05, 但汉字词的切换代价(M = 70.19ms)小
于英文词(M =103.08ms)。材料类型和被试类型的交

互作用显著, F1(1, 26)= 5.10, F2(1, 18)= 6.43, p < 
0.05。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在完成有、无标记的材

料时, 熟练双语者的反应时差异不显著, F1(1, 26)= 
3.12, F2(1, 38)= 0.61, p > 0.05; 不熟练双语者的反

应时差异显著, F1(1, 26)= 18.44, p < 0.001, F２(1, 
38)= 6.39, p < 0.05。语言类型、被试类型和材料类

型三者的交互作用显著 , F1(1, 26)= 47.37, F2(1, 
18)= 26.43, p < 0.05。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不熟练双

语者完成有、无标记的英文词的切换代价(分别为

123ms 和 193ms)差异显著, F1(1, 26)= 5.37, F2(1, 
18)= 6.43, p < 0.05, 英语无标记词的切换代价显著

高; 熟练双语者完成有、无标记的英文词的切换代

价(分别为 36 ms 和 56ms)差异不显著, F1(1, 26)= 
0.37, F2(1, 18)= 0.43, p > 0.05。 

错误率的方差分析表明, 语言类型的主效应非

常显著, F1(1, 52)= 27.86, F2(1, 36)= 41.56, p < 0.001。

英文词的错误率(M = 4.81)显著高于汉字词(M = 

1.39)。任务类型的主效应非常显著, F1(1, 52)= 17.62, 
F2(1, 36)= 39.64, p < 0.001。切换系列的错误率(M = 
4.50)显著高于无切换系列(M = 1.70)。被试类型的

主效应显著, F1(1, 52)= 4.27, F2(1, 36)= 0.02, p < 
0.05。不熟练双语者的错误率(M = 7.47)显著高于熟

练双语者(M = 2.46)。语言类型和任务类型的交互

作用边缘显著, F1(1, 28)= 3.25, F２(1, 36)= 4.79, p = 
0.07。简单效应分析表明, 汉字词在两种任务条件

下的错误率(M 无切换 = 0.63, M 切换 = 2.15)无显著差异, 
p>0.05; 英文词在两种任务条件下的错误率(M 无切换 = 
2.77, M 切换 = 6.85)差异显著, 无切换任务的错误率

显著低于切换任务。切换代价的方差分析发现, 错

误率的各种主效应都不显著, p > 0.05。 
在实验 2 中, 汉字词和英文词都有标记, 并且

方向相反。结果发现, 被试对有标记汉字词的加工

显著快于对无标记汉字词, 对有标记英文词反应却

显著慢于无标记英文词。这说明, 汉字义符和英文

词后缀对汉字词和英文词加工都有一定影响。那么, 
为什么当两种语言的词都有标记时, 对相对不熟练

语言 (英语 )而言 , 被试对有标记词的反应反而更

慢？其中的原因值得探讨。另外, 熟练双语者完成

有、无标记的英文词的切换代价相当, 不熟练双语

者完成有标记词的切换代价却显著低于无标记词。

这说明, 切换代价受双语者的语言熟练程度影响。 

4  讨论 

4.1  关于亚词汇水平的特征对语言加工和语码

切换的影响 
本研究在亚词汇水平上, 通过考察表意文字和

拼音文字的切换特点, 进一步揭示了语码切换的发

生机制。实验 1 发现, 当汉字词有标记、英文词无

标记时, 被试对汉字有标记词的反应显著快于对汉

字无标记词, 但汉字有标记词与汉字无标记词的切

换代价差异却不显著。实验 2 发现, 当汉字词与英

文词都有标记时, 被试对汉字有标记词的反应显著

快于对汉语无标记词, 对英文有标记词的反应却显

著慢于对英语无标记词。但是, 无论是汉字词还是

英文词, 有标记词与无标记词的切换代价差异都不

显著。这说明, 有、无标记对于汉字词或英文词加

工都有显著影响, 但对语码切换代价的影响却不显

著。因此, 从加工过程来看, 本研究的结果证实了

业已发现的义符效应 (张积家 , 张厚粲和彭聃龄 , 
1990; 张 积 家 , 陈 新 葵 , 2005) 和 词 缀 效 应 (Taft, 
1979); 从转换过程上看 , 本研究证明特定语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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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义特征对语码切换代价的影响不显著, 证实语码

切换不是发生在心理词典之内, 而是发生在心理词

典 之 外 , 语 码 切 换 与 任 务 转 换 的 实 质 相 同

(Orfanidou & Sumner, 2005)。 
被试对有标记汉字词的语义判断显著快于对

无标记汉字词, 再次证实了义符的语义表征功能。

张积家和彭聃龄(1993) 曾对义符在语义决定中的

效应进行解释。他们认为, 汉字词的语义提取涉及

词汇网络和概念网络, 在两个网络之间, 存在着以

义符为中介的联结。视觉输入引起的义符激活可以

在词汇通达前平行地扩散到概念网络, 激活与义符

有关的概念结点。因此, 被试可以很快地做出语义

决定。本研究表明 , 即使是在两种语言的转换中 , 
义符对汉字词语义决定的促进作用仍然很明显, 因

而进一步证明了义符是汉字词加工的基本单元。 
本研究发现, 虽然义符对汉字词的语义加工有

重要影响, 但在汉语和英语的语码切换中, 却未产

生重要影响; 虽然英文词后缀对英文词的语义加工

也有重要影响, 但在英语和汉语的语码切换中, 也

未产生重要影响。这表明, 在亚词汇水平上, 特定

语言的语义特征对语码切换没有显著影响。这意味

着, 语码切换不是发生在心理词典之内, 而是发生

在心理词典之外。对于这种现象, 可以用亚词汇加

工的理论来说明。目前, 亚词汇加工主要有两种理

论: 双通道理论(Coltheart, Curtis, Atkins, & Haller, 
1993) 和 联 结 主 义 模 型 (Plaut, McClelland, 
Scidenberg, & Patterson, 1996)。两种理论都主张, 
亚词汇水平的加工是从词形到语音的计算过程。这

个计算过程发生在心理词典之外。例如, 对拼音文

字中亚词汇水平的语音激活, 双通道理论认为, 读

者利用存在于心理词典之外的形素–音素转换规则

将亚词形单元转换成语音单元; 联结主义模型认为, 
读者将亚词形单元输入词形–语音网络, 计算出语

音输出; 同时将亚词形单元输入到词形–词义网络, 
所计算的是整词的语义单元, 而非亚词汇成分的语

义单元。根据亚词汇加工的理论 , 在语码切换中 , 
汉语有、无标记词之间的转换很可能是有字形–语

义转换规则与无字形–词义转换规则之间的转换。

由于转换规则位于心理词典之外而不是位于心理

词典之内, 因此, 有标记的汉字词与无标记的汉字

词之间的转换就发生在心理词典之外, 而不是发生

在心理词典之内。同样的推论也适合于有标记的英

文词和无标记的英文词。因此, 本研究的结果说明, 
与词汇水平上的语码切换相同 , 在亚词汇水平上 , 

语码切换也发生在心理词典之外, 而不是发生在心

理词典之内。这一结果进一步证明了语码切换与任

务转换的实质相同的观点。 
4.2  关于语码切换代价的来源 

对语码切换实质的考察, 究其根本, 是对语码

切换代价来源的考察。通过比较不同语言、不同任

务和不同材料的切换代价, 可以分析切换代价的来

源, 进而推断语码切换是否有不同于任务转换的独

特之处。在此, 我们借鉴任务转换的转换代价的来

源, 参考已有的理论, 综合已有研究的结果和本研

究的结果, 尝试归纳语码切换代价的来源。 
与基于切换代价来考察语码切换实质的做法

类似, 转换代价也是任务转换研究的主要指标。目

前, 对任务转换代价来源的解释主要有重组观和启

动观(Schneider & Logan, 2005)。重组观是一种自上

而下的解释, 认为转换代价源于内源性的主动执行

控 制 过 程 , 主 要 证 据 是 转 换 任 务 的 准 备 效 应

(Rogers & Monsell, 1995)。启动观是一种自下而上

的解释, 它关注被动的抑制过程, 强调激活的任务

定势对与之竞争的任务定势的抑制, 认为转换任务

的反应时更长代表了一种自动化的、来自先前任务

定势的残余激活的延迟效应, 转换代价部分地来源

于前摄干扰以及任务定势的联结启动, 其主要证据

是 转 换 任 务 和 重 复 任 务 的 同 等 准 备 效 应 (Koch, 
2005)。有研究者提出, 任务转换的代价主要由两个

成 分 组 成 , 即 内 源 性 准 备 和 外 源 性 调 节 (Meiran, 
1996)。内源性准备是在特定条件下的内部设置的

重建 , 以确保被试将要执行的是对当前任务的反

应。这是一种主动的加工过程, 反映了认知加工的

自上而下的执行控制部分; 但内源性准备尚不足以

消除任务转换的代价, 在新任务的刺激呈现时, 被

试尚需要改变先前的反应规则, 并转换到当前任务

的反应规则并执行反应, 此为外源性调节。这一调

节是自动的, 反映了自下而上的自动控制部分。在

任务转换中, 自上而下的加工和自下而上的加工都

存在, 内源性准备和外源性调节都是转换代价的来

源。因此, 重组观和启动观都有合理之处。 
以往的研究发现, 双语者的语言熟练程度是影

响语码切换代价的主要因素。语言的熟练程度不同, 
切换代价的大小也不同, 因而存在着切换代价的不

对称性。本研究进一步证实了这一效应。实验 1 发

现, 熟练的英–汉双语者切换至两种熟练语言的代

价相当, 不熟练的英–汉双语者切换至英语的代价

显著大于切换至汉语的代价。实验 2 发现, 英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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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练者对英语无标记词的切换代价显著高, 英语熟

练者对英语有、无标记词的切换代价差异却不显

著。因此, 语码切换的代价主要源于以下三个方面:  
(1) 与两种语言的词汇表征的激活竞争有关。

即某种语言的表征会对另一语言的字词加工有抑

制作用。该成分源于自下而上的自动加工, 与任务

转换代价的启动观相似。词汇表征所以会影响语码

切换的代价, 是由于在无切换系列中, 被试的任务

明确, 只存在一种语言的词汇表征的激活; 在切换

任务中, 由于非当前任务语言正处于激活状态, 对

当前任务语言表征的干扰会更强, 从而延长了切换

系列的反应时, 表现出切换代价。在本研究中, 无

论词是否有标记, 也无论任务语言是汉语抑或是英

语, 每一类词都存在切换代价, 就是明证。 
(2) 与对两种任务语言的词汇表征的抑制有

关。该成分源于自上而下的控制过程, 与任务转换

代价的重复观相似。这可以用抑制控制理论(the IC 
model)的两个假设来解释。假设 1 是激活后的抑制, 
即将要抑制的语言是与当前反应无关而且处于激

活状态的语言; 假设 2 是解除抑制需要额外的加工

时间。而且, 对某种语言的抑制会对在随后的加工

中激活该语言有影响。因此, 从抑制后再激活的心

理词典中检索出当前任务语言的词条信息就会更

加困难。由于任务语言的心理表征存在着交替的激

活与抑制, 因此导致了切换代价的产生。 
(3) 特定语言的正字法特征。即相对于不具有

特定语言的正字法特征的材料而言, 有特定语言的

正字法特征的材料切换代价更小。无论是词汇表征

的激活竞争还是抑制控制, 如果两种语言的正字法

特征有相似之处, 两种语言的竞争就会减弱, 对两

种语言的抑制也会减弱, 切换代价因此会减小。该

效应是启动观和重组观的特例。不过, 本研究表明, 
在亚词汇水平上, 特定语言的语义特征对语码切换

代价没有影响, 不存在特定语言的语义特征效应。 
概而言之, 语码切换的代价主要来源于词汇表

征的激活竞争、抑制控制和特定的正字法特征。其

中, 词汇表征的激活竞争是自下而上的自动竞争过

程, 抑制控制是自上而下的主动控制过程, 特定语

言的正字法特征则是基于特定的两种语言的词汇, 
与两种语言的激活竞争和抑制控制都有关。 
4.3  关于语码切换代价的不对称性 

如何解释语码切换代价的不对称性？即语言

的熟练程度不同, 切换代价的大小也不同。要科学

地解释这一现象, 必须区分言语产生中切换代价的

不对称与言语理解中语换代价的不对称。研究表明, 
这两种切换代价不对称的方向不同。在言语产生中, 
Meute 和 Allport(1999)采用数字命名法发现, 当切

换发生在熟练程度不同的两种语言之间时, 转向相

对熟练语言的代价比转向相对不熟练语言的代价

更大。崔占玲, 张积家和顾维忱(2009)研究表明, 藏

–汉–英三语者用藏语–英语、汉语–英语命名图片时, 
切换至熟练语言(藏语、汉语)的代价显著大于切换

至不熟练语言(英语)的代价。在言语理解中, 张积

家和崔占玲(2008)采用词汇判断的研究范式发现 , 
藏–汉–英三语者对英语词(不熟练语言)的切换代价

显著大于对藏语词和汉语词(熟练语言)。在本研究

中, 我们采用类别语义决定的范式亦发现, 如果双

语者的两种语言的熟练程度不同, 切换至非熟练语

言(英语)的代价就显著大于切换至熟练语言(汉语)
的代价。 

言语产生和言语理解中的切换代价不对称所

以方向不同, 既与实验材料有关, 也与加工过程有

关。言语产生的研究多采用图片或阿拉伯数字, 它

们同时对应于两种语言的名称。在语义通达之后, 
两种语言的词汇表征会产生竞争。此时, 要完成对

当前任务语言的词条选择, 必须抑制住另一语言词

汇表征的激活。因此, 言语产生中切换代价的不对

称性可以用抑制理论中的两个假设来解释。在假设

1 的激活后抑制中 , 对当前激活语言的抑制程度 , 
取决于双语者掌握该语言的熟练程度。激活熟练语

言时, 对非熟练语言的抑制小, 因为非熟练语言的

词汇结点的激活基线高; 激活非熟练语言时, 必须

强烈地抑制住熟练语言的词汇表征才能顺利地完

成对非熟练语言的词条选择。在假设 2 中, 对任务

语言的抑制也会对在随后加工中激活该语言有影

响。对某种语言的抑制越大, 在随后的加工中解除

该抑制就越难。因此, 由于激活非熟练语言时对熟

练语言的抑制强度大, 解除对熟练语言的抑制也比

解除对非熟练语言的抑制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因

此, 当由不熟练语言切换至熟练语言时, 熟练语言

的切换代价就大于非熟练语言。言语理解的研究则

多采用字词为实验材料, 由于有字词的物理刺激支

持, 语言加工以当前语言的词汇表征激活为主, 非

任务语言的词汇表征对当前语言词汇的激活会产

生一定干扰。此时, 语码切换代价主要源于在工作

记忆中两种语码的激活竞争。对熟练语言而言, 由

于加工基本上已经自动化, 字词容易激活, 激活水

平亦高, 维持激活就不需要太多的心理资源。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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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期切换加大了工作记忆的负担, 无预期切换使两

种语码的激活竞争加大, 但是, 该语码仍然会处于

激活状态。对不熟练语言而言, 因为需要较多的心

理资源才能维持语码的激活, 当工作记忆的负担加

重或两种语码的激活竞争增强后, 不熟练语言就容

易处于抑制状态, 因而对熟练语言的干扰就小。不

熟练语言不容易被激活, 维持加工需要较多的资源, 
因而用于抑制熟练语言的资源就少, 加之熟练语言

的激活阈限低, 不容易被抑制, 因而就对不熟练语

言的加工产生了较大影响, 使切换至不熟练语言的

代价大于切换至熟练语言的代价。因此 , 总的看 , 
在言语产生和言语理解中, 两种语言的抑制和激活

竞争都存在, 但侧重点不同。在言语产生中, 抑制

当前不使用语言的词汇表征的激活是重点, 只有这

样, 才能保证当前语言的词条得以选择; 在言语理

解中 , 维持当前使用语言的词汇表征激活是重点 , 
由于维持不熟练语言耗费了较多的认知资源, 因而

导致用于抑制非当前语言的认知资源就少, 不足以

有效地抑制熟练语言, 导致对非熟练语言的竞争加

大, 使非熟练语言的切换代价更大。因此, 语码切

换代价的不对称性, 是两种语言的词汇表征的激活

竞争和抑制控制共同作用的结果, 是材料性质和加

工过程的交互作用。然而, 在任务转换研究中, 至

今尚未发现转换代价的不对称性。究其原因, 很可

能 与 任 务 转 换 的 任 务 简 单 , 实 验 材 料 更 加 熟 悉   
有关。 
4.4  关于汉字义符和英文词后缀的不同效应 

实验 2 发现, 当汉字词和英文词都有标记时, 
对熟练语言汉语而言, 被试对有标记的汉字词的反

应显著快于对无标记的汉字词, 即义符加速了对有

标记汉字词的反应; 对不熟练语言英语而言, 无论

被试的英语熟练程度如何, 对有标记的英文词加工

都显著慢于对无标记的英文词, 即英文词后缀延缓

了有标记英文词的反应。但是, 两类材料的切换代

价差异却并不显著。所以如此 , 可能有如下原因:  
(1) 汉字义符与英文词后缀的标记位置相反。义符

分布在汉字的左侧, 后缀分布在英文词的右侧。人

的阅读习惯是从左至右。因此, 无论是在整词水平

上, 还是在亚词汇水平上, 义符总会得到优先加工

或优先注意 , 因而加快了对有义符的汉字词的反

应。英文词后缀则可能较晚地被加工或被注意, 因

此不利于英文词后缀标记功能的发挥。但是, 这种

解释尚不足以解释对有标记的英文词加工比无标

记的英文词更慢的现象。(2) 词长不同。在本研究

中, 有标记的英文词(平均有 7.30 个字母)比无标记

的英文词(平均有 4.90 个字母)词长更长, 所以加工

时间也更长。 (3) 汉字义符“女”和英文词后缀“– 
man”标记性别的功能不同。在汉语名词中, 有“女”
字义符的名词绝大多数都表征女性, 但有“– man”
后缀的名词却不总是表征男性。在许多情况下, 具

有“– man”后缀的词只是表征从事某种职业的人 
[ 如 “postman”( 邮 递 员 )] 或 担 任 某 种 职 务 的 人 
[ 如“chairman”(主席)] 的通称。它们既可以表征男

性 , 也可以表征女性。虽然在英文中存在强烈的

“people = male”假设, 人们更多地将有“– man”后缀

的词理解为男性(Merritt & Harrison, 2006; Liben, 
Bigler, & Krogh, 2002; Madson & Shoda, 2006), 但

究竟是否真的为男性, 却不一定。这第三种原因可

能是最重要的。因此, 当被试看到具有“– man”后缀

的英文词时, 判断其性别要经过权衡, 所以就延长

了反应时间。 
最后, 应该指出的是, 虽然语码切换与任务切

换的本质相同, 但二者还是存在明显的差异。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 (1)与反应重复有关。在语码切换

的研究中 , 同样的反应对应于不同的语言 (例如 , 
真词对应于一个键 , 假词对应于另一个键), 而在

任务转换的研究中, 重新匹配或重新激活某种反应

编码是必要的(例如, 当切换任务是将数字按照新 
/ 旧、高 / 低归类时, 如当刺激是“旧”时按 A 键, 
是“新”时按 B 键; 在高低任务中, “高”可能按 A、B
或 C 键)。这样, 任务转换的代价就可能来源于对反

应编码的重新搜索(Mayr & Kliegl, 2000)。(2) 与实

验刺激有关。在任务切换的研究中, 常采用少量刺

激重复多次的范式, 而在语码切换的研究中, 则常

采用大量刺激, 刺激也较少重复。当刺激的数量少

而且重复呈现时, 会产生刺激–反应联结之间的干

扰效应。这意味着, 语码切换代价不可能来自该干

扰效应 , 而在任务转换中 , 则可能存在此干扰效

应。因此, 在比较语码切换和任务转换时, 需要注

意这些差异。 

5  结论 

(1) 在亚词汇水平上, 汉字义符和英文词缀影

响字词认知的过程, 但对英–汉双语者两种语言切

换代价的影响不显著, 支持语码切换与任务转换实

质相同的观点。 
(2) 语言熟练程度是影响切换代价的主要原

因。语言熟练程度不同, 切换代价也不同。英–汉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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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者切换至非熟练语言的代价大于切换至熟练语

言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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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en bilinguals switch from using one language to another (in laboratory tasks), there is generally a 
transient cost to performance, namely, the switching cost. Switching cost is the main aspect which is always 
mentioned in exploring the essence of the language switching mechanism. Such cost might be caused by 
different mechanisms. Therefore, the researchers focused on where this cost arises from. Two perspectives are 
involved in this issue: one argues that language switching cost emerges from the word-recognition system itself 
whereas the other holds the view that it is externally caused, i.e. according to the task control processes. If it is 
consistent to the externally-caused view, it might reflect that language switching cost is no different from task 
switching cost in general. In other words, the language switching process is the same as task switching process. 

Up to now, most research focused on alphabetic characters and their orthographic specificity, i.e. letters 
unique to one language. This study focused on ideogram characters such as Mandarin characters and language 
specificity. Letters with language specificity contain a certain degree of semantic information(analogous to 
orthographic specificity, such as YiFu in Mandarin characters, i.e. “口” \ “扌”.). The study aimed to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language switching at the sub-lexical level while Chinese-English bilinguals were performing 
semantic categorization tasks. 

56 undergraduates participated in each experiment. The participants in experiment 1 were asked to judge if an 
action which was described by a verb presented on a screen was performed with mouth or with hand. In experiment 2, 
the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to classify the sex of the person described by a noun word presented as “male” or 
“female”. There were two kinds of words, either with-marker words (with a semantic radical)or without-marker 
words (without a semantic radical). All the participants were tested individually on computers, and each session lasted 
for 15~20 minutes. Reaction time for correct responses and error rates were analyzed by subject and item variance.  

The results showed shorter reaction time and lower error rates with the with-marker Mandarin characters, no 
matter whether the word was a verb or a noun. It indicates that the semantic radical had an influence on the process of 
stimulus with a marker. However, the switching cost of with-marker words was not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without-marker words. This result indicates that the semantic radical did not affect the process of language switching. 
For alphabetic characters, the semantic radical also differentially affected the process of with-marker words and 
without-marker words; however, there is no influence on the switching cost of these two kinds of stimuli.  

In short, the study showed that switching cost is not affected by semantic specificity. On a sub-lexical level, 
the switching cost does not come from the word-recognition system but is caused by external sources. Because 
language information did not affect the language switching cost, the mechanism of a language switch is the same 
as that of a task switch in general, both for Mandarin and alphabetic characters. 
Key words  sub-lexical level; semantic radical; language switching; switching cost 


